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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初期格鲁对美国远东政策的主张评析

张 愿

[摘　要] 1937年 7月至 12 月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力主继续保持中立静观的消极政策 。

这种主张并非是一味的消极退让的产物 ,而与格鲁对远东形势发展的预估和设想有很大关联 。

在他看来 ,只要能合理利用外交技巧 ,就可能同时兼顾美日关系 、美国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和其

所坚持的原则 ,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机会主义的设想反映了格鲁的外交观和他对美

国远东利益的认知 ,代表了 20世纪 30年代美国政府人士在远东外交问题上的一种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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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Jo seph C.Grew)作为 1932-1942年的美国驻日大使 ,是美国内部温和派的典型代表。在

1937年 7月至 12月间 ,他力主对日缓和 ,避免过分刺激日本 ,因而其对美国远东政策的主张与国务院

的实际政策有所不同 。他为什么认为不仅对日绥靖是必要的 ,而且相信在道德上也是正当的 ?

一 、中国抗战爆发初期格鲁与国务院的政策分歧

1937年 7月 7日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态 ,美国政府首先采取了中立 、静观其变

的消极姿态 ,主要以道义劝说的方式阐发自己对国际关系原则的主张 ,鼓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 ,实现和

平。国务卿赫尔在 7月 16日 、8月 23日发表两次重要讲话 ,倡导“国家和国际间的自我约束 ,各国不以

武力作为实现国家政策的手段 ,不干涉别国内政 ,在和平的谈判协商中来调整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 ,并同时几次拒绝了英国提出的与美国联合调停中日冲突的建议 。格鲁对此时国务院的做法大

为赞赏 ,认为华盛顿的政策“与他完全一致” , “政府正在非常聪明地玩牌 ,或捏牌不放” [ 1](第 243 页)。

随着中日战事的不断扩大 ,格鲁与国务院在是否继续坚持上述中立静观的消极立场上出现分歧。

美国国务院决定更主动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政策由道义劝说转向道德谴责 ,不再刻意回避战争责任问

题 ,而是更加积极地批评日本的侵略 。10月 5日 ,罗斯福总统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 ,在教育国内民

众谨防孤立主义的危险的同时 ,也提出非交战国以贸易手段隔离侵略国家的设想;10月 6日 ,国务院发

表声明 ,响应国联做出的公开谴责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的报告 ,并在此后倡导并参加了《九国公约》成

员国组成的布鲁塞尔会议 。而格鲁则提出美国远东政策的三大原则:不卷入;尽量保护美国在华政治特

权和经济利益;在完全中立的态度下保持与交战双方的友好关系 。也就是主张只专注于保护美国在华

实际利益而不积极介入中日冲突。他对政府的转向感到极为震惊和沮丧 ,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将采取更

加强硬的手段来制止日本 ,“今天我感觉我用心建筑的城堡在耳边轰然倒塌” [ 2](第 1166 页)。

美国政府还必须对是否对中日战争援引中立法做出选择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 ,美国国内孤立主义

势力担心美国卷入在远东的冲突 ,强烈要求立刻援引中立法 ,禁止向交战双方运送武器和战略物资 ,给

政府造成了强大的压力 ,中立法问题始终有“24小时内随时变动”的可能 。9月 6日 ,国务卿赫尔向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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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发电 ,就援引中立法可能在中日两国造成的影响咨询他们的意见。格鲁认为 ,中立

法的实施在短时间内不会对日本造成实际的危害 ,反而表明了美国不卷入的态度;随着日本海军加强对

中国海岸的封锁 ,继续对华贸易将增加美国卷入战争的风险 ,因此建议援引中立法 。而詹森则警告说 ,

援引中立法将激起中国政府的愤恨 ,给在华美国人带来危险 。美国政府几经权衡 ,最终仍然坚持与中日

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而不援引中立法。

总之 ,美国政府在中日战争爆发初期 ,虽无实际行动制止日本的军事扩张 ,但基本上坚持了不承认

主义的传统和赫尔两次讲话的精神 ,明确地表达了不同意日本行为 、不承认日本侵略所得的态度。而与

国务院相比 ,格鲁希望继续保持中立静观的消极政策 ,主张更谨慎地避免美国与日本产生摩擦冲突 ,更

重视调停中日冲突的机会 。

二 、格鲁政策建议的动机及设想

那么 ,格鲁政策建议的动机是什么 ?不可否认 ,在各种外界压力下导致其倾向于妥协的必然性因素

的确存在 。格鲁认为 ,美国远东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持中立避免卷入” ,美国在华利益不可能也不值得

使政府去冒与日本战争的风险 ,但包括公开道德谴责在内的国际和平机制不可能阻止日本的扩张 。中

日两国间的争端具有必然性。日本与中国目前在华北的冲突是“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的必然结果 。日

本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 ,在华北建立完全的统治 ,或者准备最后退出满洲” 。而中国也“不得不应对日本

的挑战” 。而且 ,公开的道德声明也无法影响到日本民众。

不仅如此 ,公开的反对日本反而会危及美国在远东的实际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 ,甚至因而诱发美日

战争 。一方面 , “日本民族 ,可能比大多数民族 ,更能长久地感念他们所认为的来自其它国家的友好 ,同

时也更能长久地记恨不友好” 。“他们仍然时常记得并且谈论我们在 1923年大地震时的友谊 ,他们也时

常记得排日法案和我们在满洲事件中的言行 。”这样 ,日本将很可能进一步侵犯美国在华权益 ,并导致更

强硬好战的内阁上台 。另一方面 ,美国公众虽然爱好和平 ,但同时也是容易被激怒的民族 。“很可能会

有那么一天 ,美国人民开始有点不耐烦了 ,那时如果发生什么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还不要象`缅

因号' 巡洋舰爆炸事件那样惊人 ,也满可以一夜之间就引起弥天大祸”[ 3](第 173 页)。

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手段制止日本 ,那么“努力通过外交方式确保美国在远东的存在 ,而不直接插

手中日冲突”就成为其逻辑上的必然选择。然而 ,根据格鲁电报和日记中的陈述 ,他的主张并非只是消

极被动地接受现实的产物 ,而是想既承认事实 ,又创造出美国的最大利益 。在格鲁的设想里 ,美国并非

处于依赖于日本的友好来维护自己在远东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的屈辱地位 ,而是正好相反 。

格鲁一再强调 ,保持消极的姿态并非放弃美国政府所一贯坚持的原则主张 。“我从没有任何一刻倡

议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牺牲美国利益或者抛弃美国的政策 、法律和我们作为缔约国

的条约 ,以购买日本的善意。 ……我们建议的中心不是关于原则或者政策或者态度 ,而只是方法;不是

已经采用的方法 ———那是我们衷心赞成的———而是可能在未来采用的方法。”所谓已经采用的方法 ,即

赫尔在七八月间的两次讲话。也就是说 ,如果仅以阐述自身原则主张的方式间接地表明美国对日本的

不同意态度 ,而不是英国所采取的鲁莽方式 ,就能既使日本“明了美国舆论反对日本在华的行动”和“强

烈抗议由于日本的行动造成的美国利益的损失” ,又不至于激化局势 。

更重要的是 ,格鲁认为 ,日本终将陷入困境而需要回头 。在他看来 ,存在一个可能的和平机会 ,即战

争陷入僵局或者日本取得局部军事胜利以后 ,此时中日双方尤其是日本不愿再战:首先 ,日本的最大假

想敌始终是苏联 。如果在中国陷入持久战 ,将会把侧翼完全暴露给苏联;也削弱了自身的实力;同时也

给苏联以更充分的备战时间。“日苏亲善是一个时代错误 。 ……足以阻碍任何互相信任的基础的建

立”
[ 3]
(第 199 页), “他们必须守住已得之地 。他们的补给线正越拉越细长……日军这样完全被拖住 、相

应被削弱之后 ,苏俄会怎么样 ?据我看 ,这是大局中未可逆料的重大因素” [ 3]
(第 224 页)。其次 ,日本也

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民政府来维持中国内部的秩序。如果蒋介石政权垮台 ,日本将要么面临一个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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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 ,要么面临一个取代了国民政府的亲苏的中国政府。“我们相信有一个时机将会到

来 ,美国将感到需要劝说交战双方 ,以防止中国可能陷入混乱 。在目前共产主义的潮流下 ,这种混乱是

很可能出现的。”再次 ,日本无力承担在华军事开支 。游击战将使日本在财政上陷入困境:“看来日本人

对在几个月内取得压倒性的军事胜利信心十足。他们似乎无法停下来考虑在战场上的多次胜利和可能

实际上将中国军队作为有组织的整体摧毁以后 ,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我们怀疑他们是否考虑过这

些因素的影响:近乎永无休止的游击战 ,日本在华工商业利益丧失殆尽 ,可能逐渐耗竭日本国库的巨额

的财政支出和其它负担……可以想象日本战后将在威望和力量上大打折扣” 。“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开始

后 ,军费即追加四亿日元 ,战事若扩大 ,军费自必扶摇直上 ,这就必定会使争取和平的主张得到有力而切

实的论据 。”
[ 3]
(第 218 页)

正是由于以上的形势判断 ,格鲁认为:“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不应错过的机会。当美国为结

束冲突而行动的时机到来 ,如果日本相信我们的好意和公正 ,她将更愿意听从我们的建议 。”也就是说 ,

格鲁认为日本在未来必将陷入困境 ,这正好为美国提供了一个不需要实际力量介入而最终影响远东国

际格局的一个支点。美国可以作为中间人从中取利。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 ,既避免刺激双方 ,赢得日本

的友谊 ,保证远东实际利益不受侵害 ,保持未来作为调停人的可能;又在口头上继续坚持不承认主义 ,不

放弃原则 。在时机成熟以后 ,帮助陷入困境的双方实现和解 ,从而既维持甚至赢得了两国的友谊 ,又通

过对战后的和平格局施加影响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原则 。这样 ,也就可以在未来同时保证美日关系 、美国

远东实际利益和最大限度的美国所倡导的国际原则。反之 ,如果美国此时改变静观政策 ,而公开谴责日

本 ,就会“在日本民众中制造新的敌意来损害我们自己未来的利益 ,和未来可能的在和平工作中的

作用” 。

格鲁在中国抗战爆发初期的这几个月中 ,反复提到这个可能的机会。而远东局势的发展似乎也部

分地印证了他原来的设想 。日军在东北和朝鲜的部队继续保持最高状态的战斗力以应付任何可能的事

态;甚至可能将精锐部队用于东北驻防 ,而将相对较弱的部队派往中国战场 。苏联显然不会立刻对日作

战 ,但有人主张明确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 ,为蒙古出兵援华创造条件 。日本军部内部对未来在华

行动开始出现分化 ,其中一派主张不越过黄河 ,以避免将侧翼暴露给苏联 、补给困难 、部队过分艰苦 ,并

且认为以高昂代价换取相对较小的战术胜利得不偿失 。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影响正日益明显 , 12 月 19

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报告国民政府为争取苏联援助而改组 ,并释放政治犯。因此 ,在 11月 16日 ,在日

本基本结束淞沪战役 、开始进逼南京并开始流露出希望美国发挥“调停日俄战争时的作用”的时候 ,他报

告政府“我们曾经设想的中国的情形可能正在到来” 。其后一周内 ,由于日本的态度不甚明确 ,格鲁有所

保留 。但如前所述 ,他建议应该对未来调停的可能性进行试探 ,而不要因为原则给协商设置障碍。

总之 ,格鲁面对日本的大举侵华 ,在坚持美国不卷入远东纷争和认为国际和平机制毫无用处反而有

害的情况下 ,寄希望于形势的发展和日本的利己主义理性 ,认为只要合理地利用外交技巧 ,就能够使美

国无需吹灰之力而在远东国际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 ,同时保证未来美日关系 、美国远东实际利益和最大

限度的美国所倡导的国际原则 ,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

三 、格鲁的外交观及其对美日关系的认知

格鲁在 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初期的美国对日政策的设想与努力 ,只是其使日 10 年外交生涯的一

个缩影。在此期间 ,他一直坚持以外交手段来化解美日间的分歧 ,寻找并且等待能够同时平衡各种要求

的妥协方案。之所以如此 ,与他的外交观及其对美日关系的认知有莫大的关联 。

格鲁生于 1880年 ,1904年首次出任外交职务 , 1932年就任美国驻日大使。其间 28年的职业外交

官生涯使其对外交的职能和性质产生了自己的见解:“外交是国防的第一线 ,而海军和陆军则分别构成

了国防的第二线和第三线 。” [ 2](第 1267 页)也就是说 ,外交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 。外交官的职责就是积

极地寻求各种办法 ,以外交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间的争端 ,争取实现“建设性的妥协” 。如果第一线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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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则只好等而下之 ,诉诸武力 。因此 ,如果因为两国存在利益冲突 ,就分析认为战争无法避免 ,那就无

异于未经努力就自动放弃了这道防线。“一个大使 ,刚到外国就职 ,即攘臂大呼`战争不可避免' ,那就等

于卷起铺盖回老家。”[ 3](第 2 页)

格鲁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强调外交是以“人类的能力和智慧”解决问题 ,并且时常带着某种嘲

笑的口吻去描述军人所主张的单线条思维的“要么喜欢要么打。”[ 3](第 54 页)因此 ,面对国家间的争端 ,

是外交谈判还是军事冲突就被抽象成为智力与武力 、文明与野蛮的较量。相信文明战胜野蛮还是野蛮

战胜文明 ?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使格鲁近乎本能地做出选择:“由于天性 ,又由于有信念 ,我是个乐观主

义者 ,我坚信 ,人类的能力和智慧 ,是能够战胜并制服这些举世为之不宁的困难的 ,对此日本和我国都负

有责任。”
[ 3]
(第 29 页)

20世纪 20年代美国外交体制改革时曾有外交官与领事之争 ,格鲁不仅卷入其中并且深受其影响。外

交官和领事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外交理念。前者通常出身上流社会 ,家境优裕 ,受过名校教育 ,

社会关系广阔 ,办理外交主要按照欧洲传统的贵族式的方式进行 ,注重私人交往 ,着重在方向上维持国家

间的友好关系 ,而不拘泥于细节;而后者则由最初的商业代表发展而来 ,出身低微 ,主要受商务 、法律上的

业务训练 ,办理外交以一种现代的官僚式的方式进行 ,严格遵循文本 ,注重细节。外交官与领事之争实际

上是精英外交与官僚外交之争。格鲁参与了这场争论 ,主张精英外交 ,他认为领事在“气质 、人格和世界

观”上都不适合外交 ,缺乏外交所需要的“想象力和主动性”[ 1](第 95-103 页)。这场争论一方面是格鲁过去

形成的外交观的反映;反过来 ,它也更强化了格鲁对自我的身分认同。此后 ,他坚持认为外交应该具有足

够的灵活性 ,把握原则的精神而不是细节 ,有长远目标和现时政策 、目的与方法之分
[ 2]
(第 1255页)。

格鲁对美日关系和美国远东利益的认知更坚定了其寻求妥协的信念 。在他看来 ,美日之间并不存

在根本的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我们的经济利益并非互不相容 ,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两国都是原料供

应国 ,但这些原料无须竞争。同样 ,我们虽然都向世界市场提供工业品 ,但产品各不相同 ,也无须竞争。

日本提供的工业品 ,主要是以手工艺为基础 ,以其精巧驰名 ,美国则提供能由自动化机器大量制造的货

品。因此 ,我们的经济利益不一定抵触 ,别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主因在我们的关系中也就不存在了。”[ 3]

(第 103 页)而且 ,他主要将美国的远东利益界定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实际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 ,主张“始

终坚持维护我们在世界这部分地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实即我们的财产” [ 3]
(第 154 页),而这些利益

本身从性质上说是可能通过外交手段加以调和的 。对于美日间的主要争端所在 ,即美国自华盛顿会议

以来在远东确立的一系列条约框架和基本原则 ,格鲁主要将它们当作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供奉起来 ,并

不以此作为美国在远东必须坚守的目标:“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有终极目标和现时目标之分……我们的

长远目标基于我们对普遍遵行和维护国际事务中基本原则的智慧和功效的信仰……很显然 ,这些目标

在性质上决定了不可能立刻达到 。”
[ 2]
(第 1255 页)最后 ,格鲁认为远东国际格局本来就应该调整 。1932

年 ,在就任日本大使的旅途中 ,他在日记里写道:“首先 ,我非常同情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愿望 ,但对它为实

现这些愿望而采用的非法手段却毫不同情。”[ 3](第 7页)

当然 ,格鲁作为美国驻日大使 ,也很清楚本国政府自“不承认主义”以来的原则立场 。从 1933至 1937

年 ,美国政府对日本向中国逐步渗透扩张采取了中立静观的政策 ,但从不承认日本的侵略所得 ,不放弃九

国公约 、巴黎和平公约所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准则。因此 ,他首先考虑的是在政府的原则与日本的扩张

主义中达成妥协 ,寻找能够同时保证美日关系 、美国在华实际利益和美国坚持的各项原则的机会 ,而中国

抗战初期的远东形势就给格鲁提供了这样一个看似能够最大限度地兼顾各方要求的妥协方案。

1937年格鲁主张消极的远东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当时中日冲突走向的估计 ,源于一种依

靠外交技巧和便利的国际形势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妥协的机会主义设想。这种设想不仅是孤立主义和欧

洲紧张局势的内外压力下被动接受的产物 ,而且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正是这种主动性赋予了格鲁在道

义上的正当感。在他眼里 ,积极利用形势寻求“建设性的妥协”并非面对压力无原则的退让。正相反 ,它

反而意味着忠于职守 、维护职业自豪感和信仰人类智慧与文明。这一思路代表了 20世纪 30年代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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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政策的一翼 ,与以史汀生 、霍恩贝克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一道共同构成了美国远东外交决策选择的

大致范围 。

注　释:

①　国内史学界对格鲁的论述多散见于远东国际关系的通史性著述中。从观点上看 , 则侧重于批评格鲁的绥靖政策 , 认

为他一方面寄望于日本国内的稳健派 ,另一方面又害怕刺激极端派 ,因此迁就退让 ,求一时之苟安。参见蒋相泽译

《使日十年》序言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②　美国学者对格鲁已有比较充分的研究 , 主要著作有 Doro thy Borg 的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 -1938 ,Waldo H.Heinrichs , Jr.的 American Ambassador:J oseph C.Grew and the development o f the

United States Dip lomatic T radition , K.M arlin F riedrich 的博士论文 I n Search o f A Far Eastern Policy :Joseph

Grew , S tanley Hornbeck , and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1937 -1941 。他们的观点和视角主要集中在两个方

面:评述格鲁与国务院的政策分歧 , 认为他只是准备在道德和抽象意义上维护美国在远东的条约框架体系 , 甚至过

分强调了与日本保持友好的必要性;批评格鲁忽视了日本在 10 月至 12月底争取美英调停的和平努力 , 因而错过了

劝说中日双方达成暂时妥协的机会。

③　本文其它引文均出自 FRUS , Japan 1931 -1941 Vo lume I;1937 The Far Ea st Vo lume III;1937 The Fa r East

Vo lume IV 各卷 ,参见 http:// digital.libr ary.wisc.edu/1711.dl/F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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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oseph C.Crew' s Suggestion about U.S.Far Eastern Policy at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Japanese War &His Contentions

Zhang Yuan

(Schoo l o f History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In the ini tial phase of Chinese-Japanese War , Jo seph C.G rew , American ambassado r to

Japan from 1932 to 1942 , held st rongly against his go vernment taking any drastic measures tow ard

Japan.The contentions we re based on his analy sis and predict ions about recent and later Far Eastern

situat ion , which , acco rding to Grew , can be best sui t fo r maximum American inte rest.This

oppo rtunistic design ref lected his idea of Diplomacy and appreciation on U.S.Far Eastern intere sts in

the tenure , and represented one schoo l of thoughts in the pract ice of American Far Eastern Diplomacy

in 1930s.

Key words:Jo seph C.Grew ;moderatists;contentions;later Far Easte rn situ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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